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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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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

产生影响。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通过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和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倾向及其消费结构是否

发生显著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家庭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促

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

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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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９ 年，我国人口超过 １４ 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４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１ 万美元，是全球最
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当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因此发挥国内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居民生育意愿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老龄

化速度不断加快，总和生育率从 １９７０ 年前的 ６ 左右降至 ２０１０ 年后的 １ ５ 左右。２０１９ 年，中国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为 ７７ ３ 岁，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１２ ６％，远远超过 ７％的人口老龄化标准。为应对可能
面临的人口压力，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
政策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重塑我国人口年龄结
构，进而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养老”和“育儿”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是否改变了家庭的消费倾向，激发了家庭消费潜力？是否促进了家庭消费

结构升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和消费结构存在显著不同，“全面二孩”

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异？为此，本文将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 ＣＦＰＳ 公布的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数据，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背景；第二部分梳理生育政策对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指出本文的主要贡献；第

三部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模型设定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使用

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对家庭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第六部分得出

结论及政策建议。

·３９·



苍玉权，周家静：“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在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研究上已有不少建树。从理论方面来看，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等最早提出
的生命周期假说把消费者一生中收入高的时期转移到收入低的时期，初始财富和总收入平滑了消费者

每期的消费支出，如果社会中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较大，则社会总的消费倾向会提高［１］。Ｓａｍｕｅｌ
ｓｏｎ从家庭储蓄需求角度出发，将子女看作储蓄的替代品，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就会减轻养老的心理负
担，提高家庭消费率［２］。Ｂａｃｋｅｒ把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家庭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选择偏好更倾向于
孩子质量，该偏好提高了孩子数量的影子价格，对孩子的数量需求进一步减少，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间存

在替代关系［３］。

从实证方面来看，学者们从直接和间接的角度研究了生育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首先，直接研究二

者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已有研究认为生育政策可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章春盈等构建 ＥＬＥＳ模
型，提出二胎优化了杭州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４］。任慧玲等分别构建扩展 ＡＩＤＳ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
型，证明生育政策通过影响城镇家庭子女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尤其

刺激家庭在科教文娱、医疗等领域的消费需求［５ ６］。赵雁冰提出政府要加大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

投入，这对城镇生育二孩家庭消费结构变动具有积极意义［７］。其次，在二者间接关系的研究中，一方面，大

部分学者倾向于使用宏观经济数据的少儿抚养比解释居民消费变化。第一种观点认为，少儿抚养比的提

高显著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８ １１］。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１２］。Ｈｏｒｉ
ｏｋａ等研究中国家庭面板数据也发现，抚养系数与消费率在统计上不显著［１３］。李文星等使用 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０４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虽得出儿童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大［１４］。最后一

种观点认为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产生消极影响［１５ １７］。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依据绝对收入假说，短期内

收入与消费具有相关关系，对我国生育政策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一些观点认为，生育可以激励

家庭成员努力工作或从事报酬更丰厚的工作，预期获得更高的收入来缓解家庭的生存压力［１８］。另一些观

点认为，生育会增加家庭负担，减少家庭收入［１９］，特别是改变家庭中母亲的劳动供给，中等收入阶层家庭

收入水平受生育二孩影响最为严重［２０］，生育子女数量增加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

降低就业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２１］，在高教育程度、从事管理与职业技术工作和在国有部门工作这

三类已婚妇女群体中更为显著［２２］。

综上所述，生育政策对消费影响的研究已经展开，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值得关注：首先，大多数学者

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运用家庭微观追踪数据考察“全面二孩”

政策对消费的影响仍有研究的余地；其次，现有文献多涉及生育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只能间接反映与消

费的关系，或者学者们研究生育政策，大多只关注孩子数量增加对消费的影响，本文将这次生育政策的

调整看作自然实验，直接揭示“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政策净效应。本文拟在分析 ２０１６ 年“全面
二孩”政策实施后，政策对家庭消费倾向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家庭消费结构是否有所改变，如果

有改变，那么城乡家庭间是否存在差异。通过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促进我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和

壮大消费领域新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现阶段，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和挑战。

Ｋｅｙｎｅｓ认为人口增长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因素，当少儿抚养比下降，社会趋于老龄化时，劳动年龄人口减
少和劳动力体力智力的衰竭共同引起各产业投资需求的减少，引致社会投资下降，消费需求疲软［２３］。

孩子数量减少，“养儿防老”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增加储蓄就成为我国居民普遍的替代选择，这也是用于

抵御老年风险的一种现实策略［２４］。另外，由于不同阶段人口在经济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少儿人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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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们是纯粹的市场消费者［５］，因此如果儿童的抚养比例越高，家庭总消费倾向越高，不仅能带来社

会消费需求增加，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２５］。改革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消费能力，强劲的有效购

买力与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交织结合，在过去四十年间共同推动了中国孩童抚育成本的快速上涨，

尤其表现在孩童照护服务价格上涨和孩童教育支出攀升上［２６］，育儿成本刚性变成每一个家庭都必须面

对的问题。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Ｈ１：
Ｈ１：“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增加家庭的消费性支出。
如果仅分析政策对消费总量的效应，而缺少对消费结构的关注，往往导致消费总量与人口结构关系

的“加总谬误”问题［２７］。如果“全面二孩”政策达到了政府预期理想的效果，那么短期内婴幼儿数量增

加，母婴服务、早教等行业将会面临需求膨胀的情况［２８］。另外，政策实行前后，中国家庭在生育观念上

将会发生转变，家庭倾向于生养数量更少但是质量更高的孩子。Ｂｅｃｋｅｒ 等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说明家
庭可能更倾向于培育高质量的孩子，孩子的质量更多地体现在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方面，这意味着家庭

用在此类物品与服务上的消费支出将大幅增加［３］。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Ｈ２：
Ｈ２：“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２９］，城乡家庭在消费环境、消费观念

和消费结构上均有不同的表现。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的消费更加多元化，选择性更多［３０］。城市中的生

产要素集聚效应，能推动工业和服务业更高效地发展，从而促进城镇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此外，在 ２０１６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前，我国生育政策的执行一直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政府对于城镇家庭的

新生儿生育管控严格，而在农村地区则较为宽松，所以全面放开二孩后，政策对城镇地区生育压力释放

有更明显的作用［５］。由于城镇地区有更合理的抚育观念和更丰富的消费选择，所以，城乡家庭的消费

结构可能存在差异。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Ｈ３：
Ｈ３：“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会因为城乡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可以度量政策实施对经济体影响的因果关系，避免内生性问
题的困扰。其原理是通过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平均变化之差来判断政策是否有效。“全面二孩”政

策的实施恰好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其正式实施是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因此本文将 ２０１６ 年作
为政策冲击事件发生的年份。实验组为受政策影响，生育二孩的家庭；对照组为未受政策影响，未生育

二孩的家庭。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ｃｒｋｉｔ ＝ β０ ＋ γＤｔ × Ｇｉ ＋ β１Ｄｔ ＋ β２Ｇｉ ＋∑αＸ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ｃｒｋｉｔ为第 ｉ个家庭在 ｔ时的消费情况（ｋ ＝ ０，１，２，３；ｉ ＝ １，…，ｎ；ｔ ＝ １，２），Ｇｉ为实验组虚拟变量
（Ｇｉ ＝ １，如果家庭 ｉ属于实验组；Ｇｉ ＝ ０，如果家庭 ｉ属于控制组），Ｄｔ 为实验期虚拟变量（Ｄｔ ＝ １为政策
已实施，ｔ ＝ ２；Ｄｔ ＝ ０为政策未实施，ｔ ＝ １），互动项 Ｄｔ × Ｇｉ 反映政策效应（取值为 １，若 ｉ∈实验组，且
ｔ ＝ ２；反之，取值为 ０）。因此，在方程（１）中，γ为双重差分统计量，用来度量“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净
效应，是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估计量，如果在 ２０１６ 年后生育二孩的家庭消费增加了，则 γ系数应显著为

正。∑Ｘｉｔ 为一组影响家庭消费水平的控制变量，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符合“全面二孩”政策而没有生育二孩的内生选择性偏差难以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加以解决，而倾向

得分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能够依据可观测变量，为处理组的每一个样本匹配到尽可能相似
的控制组样本，通过获得处理组的反事实个体，剔除内生偏误，得到无偏、一致的匹配估计量。ＰＳＭ 法
关注响应政策家庭的消费是否会比这些家庭未响应时的情况更好，而非简单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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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它假设家庭 ｉ是否生育二孩由一组可观测因素（Ｘｉｔ）决定，运用 ｌｏｇｉｔ 回归估计处理
组与控制组变量的倾向得分，根据计算出的得分值，使用 ｋ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等方法为每一
个响应政策的家庭匹配最相近的“反事实”个体，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通过随机分组解决了样

本选择偏误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解释

在 ２０１４ 年新增的 ４７ 万出生人口中，二孩生育数不超过 ２０ 万，但到 ２０１８ 年出生的 １５２３ 万人口中，
二孩占比已达 ５０％左右。因此，本文选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数据库
公布的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分别代表其政策实施前和政策实施后，能够较好地观察到“全面二孩”
政策效应。一般来说，育龄妇女的年龄为 １５—４９ 岁，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女性结婚年龄不得早于 ２０ 岁。
因此，本文选择母亲在 １９６７—１９９６ 年（２０—４９ 岁）之间出生的家庭数据。剔除所有回答缺失和不知道
的样本、２０１６ 年前已经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样本以及与 ２０１８ 年家庭编号不适用的 ２０１４ 年样本，共得
到有效样本量为 ３８４２ 个，其中实验组样本量为 ５６８ 个，对照组样本量为 ３２７４ 个。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均来自“家庭经济问卷”中有关家庭支出部分的回答。使用消费性支出与家

庭总收入之比，计算出当年消费率反映家庭消费倾向（ｃｒ０ｉｔ）。ＣＦＰＳ 调查了家庭的食品支出、衣着支
出、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居住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其他消费

性支出，其访问的各项家庭消费支出与统计局所采用的分类标准口径基本一致。并将食品支出、衣

着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视为生存型消费，它反映居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其

他消费性支出视为享受型消费，是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做出的消费选择；发展型消费包

括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使得居民能够更好地发展。本文分别将这三大类

支出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作为反映家庭消费结构（ｃｒ１ｉｔ，ｃｒ
２
ｉｔ，ｃｒ

３
ｉｔ）的被解释变量。由于所得变量均

为名义变量，本文以 ２０１３ 年为基年，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计算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各项消费支出的实际值，其中 ２０１５ 年前的其他用品和服务类消费价格指数缺失，本文
使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使用母亲最高学历（ｅｄｕｉｔ）、母亲户口类型
（ｈｋｉｔ）反映家庭人口特征，使用人均家庭纯收入（ｌｎｉｎｃｉｔ）和人均家庭资产（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反映家庭经济
特征。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统计量 ｃｒ０ｉｔ ｃｒ１ｉｔ ｃｒ２ｉｔ ｃｒ３ｉｔ ｌｎｉｎｃｉｔ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ｅｄｕｉｔ ｈｋｉｔ

Ｄ ＝ ０，
Ｇ ＝ ０

均值 １． ８８９ ０． ５７３ ０． １１３ ０． ３１５ ９． ３４１ １０． ４７７ １． ２６３ ０． ４１０
标准误 ５． ５８６ ０． １９２ ０． １２７ ０． １７８ ０． ９８５ ２． ４３３ １． １７５ ０． ４９２
最小值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７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最大值 ８５． ０２０ ０． ９８９ ０． ８７０ ０． ９７０ １３． ６８２ １５． ２５０ ５ １

Ｄ ＝ ０，
Ｇ ＝ １

均值 １． ６２１ ０． ５８３ ０． １１８ ０． ２９９ ８． ９９７ １０． ２２６ １． ２７５ ０． ２０８
标准误 ２． ７７８ ０． １７８ ０． １１６ ０． １５９ ０． ９３８ １． ８４４ １． １３５ ０． ４０６
最小值 ０． ０３４ ０． １４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９ ５． ２７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
最大值 ３４． １００ ０． ９４８ ０． ７５４ ０． ８４４ １１． ０８８ １３． ４３９ ５ １

Ｄ ＝ １，
Ｇ ＝ ０

均值 １． １６１ ０． ５５６ ０． １３８ ０． ３０７ ９． ８２９ １１． ３９８ １． ３７３ ０． ４１２
标准误 ２． ２８２ ０． １８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２ ０． ９０９ １． ４９４ １． ２０２ ０． ４９２
最小值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５． ４３１ ５． ５４９ ０ ０
最大值 ５６． １２４ ０． ９８２ ０． ９３７ ０． ９４６ １３． ５５９ １５． ５５０ ５ １

Ｄ ＝ １，
Ｇ ＝ １

均值 １． ０７２ ０． ５４０ ０． １４７ ０． ３１３ ９． ３５１ １０． ７８２ １． ４４４ ０． ２２５
标准误 １． ０４８ ０． １７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５３ ０． ７８２ １． ２１８ １． ２１２ ０． ４１８
最小值 ０． １１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９ ４． ９８５ ６． ６４７ ０ ０
最大值 ８． ６２９ ０． ９４７ ０． ９０６ ０． ８３５ １２． ２３４ １４． １３１ ５ １

　 　 分析表 １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对于未生二孩的家庭，政策实施前后消费率均值分别为 １ ８８９ 和

·６９·



１ １６１，生育二孩的家庭，政策实施前后消费率均值分别为 １ ６２１ 和 １ ０７２，可初步判断二孩家庭的消费
率下降幅度小于未生育二孩家庭，大部分家庭的纯收入无法满足当期消费，家庭倾向于动用资产或借贷

来满足当期消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未生育二孩家庭的生存型消费率由 ０ ５７３ 下降为 ０ ５５６，生育
二孩家庭生存型消费率由 ０ ５８３ 下降至 ０ ５４，不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家庭的生存型消费都在减少，
且有二孩家庭的减少幅度要大于无二孩家庭。同样，观察表中数据可初步得出家庭享受型消费和发展

型消费均有所增加，但是在政策实施后，家庭发展型消费率的波动幅度减小。可能的原因为二孩家庭的

消费挤出效应比较显著，大量外出社交、外出就餐支出被子女的教育和产后医疗保健等支出所取代。此

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人均收入、人均资产和母亲受教育程度都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家

庭也越来越注重对子女文化知识的培养。综上，根据描述性结果可初步判断，“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明

显影响家庭消费倾向，但能够促进家庭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２　 “全面二孩”政策对消费率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Ｇｉ － ０． ９５５ ０． ２３０ － ４． １４６ ０． ０００
Ｄ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９５ ０． ７９４ ０． ４２７
Ｄｔ × Ｇｉ － ０． ０３６ ０． １９５ － ０． １８７ ０． ８５２
ｌｎｉｎｃｉｔ － ２． ２８２ ０． ２７６ － ８． ２４２ ０． ００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０． ３０２ ０． ０５６ ５． ３７３ ０． ０００
ｅｄｕｉｔ ０． ２８５ ０． ０６４ ４． ４０９ ０． ０００
ｈｋｉｔ ０． １２５ ０． ０８１ １． ５４９ ０． １２１
β０ １９． ６２９ ２． １５７ ９． ０９８ ０． 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

上显著。下同。

（一）基准模型结果

１．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
一般而言，生育二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长

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两个方面。其中，短期效应的时间长度

为生育当年及其后一年，长期效应则是在生育后三年及以

上。我国的“全面二孩”政策于 ２０１６ 年起正式实施，然而
ＣＦＰＳ公布的数据仅更新到 ２０１８ 年，本文主要研究“全面二
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短期影响，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

家庭消费率的结果可见表 ２。
实证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

家庭消费倾向，拒绝假设 Ｈ１。相较于一孩的出生，家庭成
员在做出生育二孩决策时，能够理性的预期到少儿人口作为完全消费者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生

育二孩对家庭收入变化的影响是可预期的，夫妇双方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政策冲击的短期内足

以应对来平滑各期的消费支出达到效用最大化。并且，生育可以激励家庭成员努力工作或从事报酬更

丰厚的工作，预期获得更高的收入来缓解家庭的生存压力［１８］。此外由于部分婴幼儿消费品（如衣服、玩

具、教育用品等）可以反复利用，因此当家庭生育二孩时，家庭生活消费受到的边际影响会小于生育一

孩时［３１］。短期内的二孩出生并未对整体家庭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２．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唯有消费不断升级，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内容上，消费升级可以反映为家庭

从购买需求弹性较低的商品向购买需求弹性较高的商品的升级；在层次上，消费升级反映为不同消费类

别间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关系，直观体现在食品类比重的下降和非食品类比重的上升，消费类型支

出比重的变化体现了家庭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表 ３ 的 ＤＩＤ估计结果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抑制了家庭生存型消费，对享
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传统的中国家庭观念认为，父母双方省吃俭用但要供给孩子最

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研究样本中，母亲为 ８０ 后和 ９０ 后的群体占绝大多数，该年龄段的女性是“她经
济”①的主体，当年轻的夫妻双方意识到家庭中新增一名家庭成员时，她们预期会大量减少原本外出就

餐、购买衣着等的额外消费。同时，当家庭中新增未成年孩童时，家庭居住常规支出往往以牺牲成人

·７９·

①“她经济”也称女性经济，年轻女性为了追求美丽，在服装、化妆品、美容等领域容易疯狂和冲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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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全面二孩”政策对消费结构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ｃｒ１ｉｔ ｃｒ２ｉｔ ｃｒ３ｉｔ

Ｄｔ × Ｇｉ
－ ０． ０２７
（－ １． ６６８）

０． ００７
（０． ６０８）

０． ０１９
（１． ３５７）

Ｇｉ
０． ０１７
（１． ４７４）

０． ００７
（０． ８７５）

－ ０． ０２４
（－ ２． ２４１）

Ｄｔ
－ ０． ０１２
（－ １． ７５１）

０． ０１３
（２． ５６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１４８）

ｌｎｉｎｃｉｔ
－ ０． ００１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１７
（６． ０７６）

－ ０． ０１６
（－ ４． ４６３）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 ０． ００４
（－ ２． 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４． ０１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３６８）

ｅｄｕｉｔ
－ ０． ０１７
（－ ５． ５４８）

０． ００３
（１． ６２１）

０． ０１３
（４． ９０１）

ｈｋｉｔ
０． ０４２
（５． ７９８）

－ ０． ０３０
（－ ６． ０３９）

－ ０． ０１２
（－ １． ８５７）

β０
０． ６２２
（１８． ２８５）

－ ０． ０８０
（－ ３． ３５５）

０． ４５８
（１４． ３９５）

Ｎ ３８４２ ３８４２ ３８４２
Ｒ２ ０． １６５ ０． ３２７ ０． １１５

　 　 注：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４　 ｌｏｇｉｔ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ｌｎｉｎｃｉｔ － ０． ３０３ ０． ０６７ － ４． ５３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９ － ０． １８２ ０． ８５９
ｅｄｕｉｔ ０． ３６２ ０． ０７１ ５． １３１ ０． ０００
ｈｋｉｔ － １． ２７０ ０． １８９ － ６． ７２９ ０． ０００
β０ １． ０２２ ０． ６０８ １． ６７６ ０． ０００

福利为代价，家庭将尽力满足孩童的常规支出。可见，在

家庭消费性支出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但由于各个家

庭之间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会导致个体异质

性偏差和时间效应不一致等问题，ＤＩＤ的估计结果解释存
在局限性。

（二）进一步分析

本文在 ＤＩＤ 估计基础上，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进行模型的改进。ＰＳＭ 估计能够解决处理组和控
制组在政策冲击年份之前不具备共同趋势假设的问题，这

解决了前文由于两期 ＤＩＤ 而受到限制的共同趋势检验。
而两种方法相结合的 ＰＳＭＤＩＤ估计即能够消除样本的选
择性偏差，又能够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可观测变

量选择母亲最高学历、母亲户口、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

家庭资产来进行样本匹配。通过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估计倾向得
分，相关结果可见表 ４。

分析表 ４可知，人均家庭纯收入对数、母亲最高学历和
母亲户口类型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尽管人均家庭
资产对数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财

产性收入与消费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选择这 ４ 个特征
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具有可靠性。同时，本文采用核匹配方

法确定权重，对共同范围内的个体进行有放回匹配，仅对照

组有 ３３个观测值不在共同取值范围内，保证了处理组与控
制组的倾向得分取值范围有相同的部分，处理组家庭样本

与匹配合成的对照组家庭样本之间差异较小。由于 ＰＳＭ
要求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可观测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故首先对得分匹配的平衡性假

设做检验。

表 ５　 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后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偏差（％） ｔ值 Ｐ值

ｌｎｉｎｃｉｔ
匹配前 ８． ９９７ ９． ３４１ － ３５． ８００ － ５． ４７０ ０． ０００

匹配后 ８． ９９７ ９． ０５１ － ５． ６００ － ０． ６２０ ０． ５３３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匹配前 １０． ２２６ １０． ４７７ － １１． ６００ － １． ６６０ ０． ０９８

匹配后 １０． ２２６ １０． ２３９ － ０． ６００ － ０． ０８０ ０． ９４０

ｅｄｕｉｔ
匹配前 １． ２７５ １． ２６３ １． ０００ ０． １５０ ０． ８８０
匹配后 １． ２７５ １． ２３９ ３． １００ ０． ３７０ ０． ７１２

ｈｋｉｔ
匹配前 ０． ２０８ ０． ４１０ － ４４． ８００ － ６． ５５０ ０． ０００

匹配后 ０． ２０８ ０． ２１３ － １． １００ － ０． １５０ ０． ８８５

表 ５ 的检验结果说明，所有匹配后的
可观测变量标准偏差绝对值都小于

１０％，且从 Ｐ值可知，在进行匹配后，匹配
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存在显

著的差异。因此，可认为文中选取的可观

测变量合适且匹配方法得当。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的回归结果可见表 ６。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改变了二孩

家庭的消费结构，政策效应使得家庭生存

型消费率平均减少 ２ ３％，发展型消费率平均增加 ２ ４％，享受型消费率无明显变化，并且发展型和生存
型消费率的变动幅度相近。与双重差分法相比，加入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解决了模型的选择性偏

误，显著地提高了家庭在发展性资料上的消费支出。可能的原因是：首先，当下社会生育二孩对家庭来

说已经不再以数量优先，选择生育二孩的家庭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质量。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人才知识的竞争愈演愈烈，每一个孩子都面临着未来优胜劣汰环境下失业的危机，

这导致在早期父母会倾向于对孩子的培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其次，我国历来“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

·８９·



　 　 　 　 　 　 　 　 表 ６　 ＰＳＭＤＩ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ｃｒ１ｉｔ ｃｒ２ｉｔ ｃｒ３ｉｔ

Ｄｔ × Ｇｉ
－ ０． ０２３
（１． ９６４）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４
（２． ２１１）

Ｄｔ
－ ０． ０２０
（－ ２． ３４２）

０． ０２９
（４． ５７６）

－ ０． ００９
（－ １． ２０８）

Ｇｉ
０． ０１８
（２． ０９４）

０． ００６
（０． ８７５）

－ ０． ０２３
（－ ３． ０２９）

β０
０． ５６５
（９５． ５５２）

０． １１３
（２５． ６３１）

０． ３２２
（６０． ０３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Ｎ ３７７５ ３７７５ ３７７５
Ｒ２ ０． ０８６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５

无形中促使父母将孩子看作储蓄的替代物，二孩的出生更加减

轻了他们对未来老年生活的担忧，从而减少养老储蓄而扩大现

期对孩子医疗、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消费支出；最后，在教育投

资意愿与投资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有较大投资倾向的家长会

为了孩子的教育开支而减少日常开支。对基准模型进行改进

后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Ｈ２，“全面二孩”政策促进了家庭
消费结构升级。

（三）城乡异质性分析

对于家庭而言，“全面二孩”政策是促进家庭消费结构转

型升级的原因之一，考虑到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

不同地区家庭而言，政策对消费升级的效应是否依然存在？如

果存在，对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继续从地区角度出发，考察政策对城乡异质性产

生的影响。在公式（１）的基础上构建三重差分对城乡差异进行识别，模型设定如下公式（２）：

ｃｒｋ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Ｄｔ × Ｇｉ × ｕｒｂａｎｊ ＋ β２Ｄｔ × ｕｒｂａｎｊ ＋ β３Ｇｉ × ｕｒｂａｎｊ ＋ β４Ｄｔ × Ｇｉ ＋∑αＸｉｔ ＋ εｉｔ （２）

在公式（２）中，ｕｒｂａｎｊ 代表地区虚拟变量，访问家庭为农村地区赋值为 ０，城镇家庭赋值为 １，目的是
考察以农村家庭为基准时城镇家庭的政策效果。

表 ７　 城乡异质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ｃｒ１ｉｊｔ ｃｒ２ｉｊｔ ｃｒ３ｉｊｔ

Ｄｔ × Ｇｉ × ｕｒｂａｎｊ
－ ０． ０６９
（－ ２． ２３９）

０． ０２１
（０． ８９０）

０． ０４８
（１． ７４９）

Ｄｔ × Ｇｉ
０． ００８
（０． ３４２）

－ ０． ００６
（－ ０． ３３１）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９１）

Ｇｉ × ｕｒｂａｎｊ
０． ０５８
（２． ７３８）

－ ０． ００８
（－ ０． ５５６）

－ ０． ０５０
（－ ２． ６１４）

Ｄｔ × ｕｒｂａｎｊ
０． ０３７
（３． ６４９）

－ ０． ０２５
（－ ３． １１１）

－ ０． ０１２
（－ １． ３０６）

ｌｎｉｎｃｉｔ
－ ０． ００２
（－ ０． ５９１）

０． ０１８
（６． ４１８）

－ ０． ０１５
（－ ４． ２７３）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 ０． ００５
（－ ２． ４２５）

０． ００５
（４． ３８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１７２）

ｅｄｕｉｔ
－ ０． ０１７
（－ ５． ８２３）

０． ００４
（１． ７８５）

０． ０１３
（５． ０５７）

ｈｋｉｔ
０． ０３５
（４． ６１３）

－ ０． ０２５
（－ ４． ９８９）

－ ０． ００９
（－ １． ３５４）

β０
０． ６５０
（１８． ６０４）

－ ０． ０９６
（－ ３． ９８７）

０． ４４７
（１３． ７６５）

Ｎ ３８４２ ３８４２ ３８４２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２１７ ０． ３５７ ０． １３５

根据表 ７ 的估计结果，“全面二孩”政策与城乡虚拟
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 ０ ０６９、０ ０２１ 和 ０ ０４８。这
说明与农村地区相比，“全面二孩”政策在 ５％的显著性
水平上抑制了城镇家庭 ６ ９％的生存型消费，在 １０％的
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城镇家庭 ４ ８％的发展型消费，政
策对城镇家庭的生育压力释放效果大于农村家庭，并且

生活在城市的居民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和更新的消费观

念，“全面二孩”政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城镇家庭中，支持了假设 Ｈ３。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对其进行分样本后

的双重差分估计。城镇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全

面二孩”政策抑制了城镇家庭 ４ ５％的生存型消费，增加
了城镇家庭 ３ ３％ 的发展型消费，二者分别在 ５％ 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农村地区家庭样本回归结
果中，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也表明“全面

二孩”政策促进了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农

村地区的政策效应相比更加显著。

六、结论性评述

“全面二孩”作为一项重大的人口生育政策，改变了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但它是否影响家庭的消

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呢？政策效应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城乡家庭之间又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利用 ＣＦＰＳ 公
布的 ３８４２ 个家庭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分别对上

述问题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改变了家庭消费结构，生存型消费占比平均下降

２ ３％，发展型消费占比平均上升 ２ ４％，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老储蓄而扩大现期对孩子医疗、教育和文化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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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城镇地区 农村地区

ｃｒ１ｉｔ ｃｒ２ｉｔ ｃｒ３ｉｔ ｃｒ１ｉｔ ｃｒ２ｉｔ ｃｒ３ｉｔ

Ｄｔ × Ｇｉ
－ ０． ０４５
（－ ２． ０７６）

０． ０１３
（０． ７９３）

０． ０３３
（１． ７０３）

－ ０． ０２０
（－ ０． ８４８）

－ ０． ００２
（－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２
（１． ０２６）

ｌｎｉｎｃｉｔ
－ ０． ０１４
（－ ２． ６０８）

０． ０２２
（５． ９９５）

－ ０． ００８
（－ １． ６４４）

０． ００８
（１． ３６４）

０． ０１３
（３． ２１３）

－ ０． ０２１
（－ ３． ９３２）

ｌｎａｓｓｅｔｉｔ
－ ０． ００８
（－ ３． ６１２）

０． ００５
（４． ３５９）

０． ００３
（１． ４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６４８）

０． ００４
（１． ７１６）

－ ０． ００７
（－ １． ９２８）

ｅｄｕｉｔ
－ ０． ０２２
（－ ６． ２８３）

０． ００６
（２． １０７）

０． ０１６
（５． ４５０）

－ ０． ００５
（－ ０． ９５６）

－ ０． ００１
（－ ０． １９４）

０． ００６
（１． １５５）

ｈｋｉｔ
０． ０３０
（３． ４８８）

－ ０． ０２８
（－ ４． ６８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２９７）

０． ０１０
（０． ５６８）

－ ０． ０１０
（－ ０． ７６０）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１）

β０
０． ８２４
（１７． ６１５）

－ ０． １４２
（－ ４． ６３５）

０． ３１８
（７． ５４５）

０． ４５２
（８． ３９０）

－ ０． ０４５
（－ １． １１４）

０． ５９３
（１１． ５７６）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１８ ２３１８ ２３１８ １５２４ １５２４ １５２４
Ｒ２ ０． ４７１ ０． ４７８ ０． １７１ ０． ０４６ ０． ２３１ ０． ２３６

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强烈投资倾

向的夫妻还会降低家庭日常消费

来满足子女教育支出需求。二孩

的出生并没有对家庭经济产生巨

大冲击，虽然生活成本有所提高，

但是家庭通过及时优化消费结构

应对了部分冲击。二孩家庭通过

减少不必要支出，如家庭设备、外

出就餐和额外衣着等消费，在满

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斟酌其增加

的消费，从而使原先的家庭消费

结构更加合理化，尤其对于城镇

家庭而言，“全面二孩”政策对消

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全面二孩”政策重塑我国

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的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对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具有

重要意义。大多数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过高，政府为切实缓解家庭生

活压力，需合理提高消费市场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激发“双循环”体系下的内需潜能。本文建议：第一，

政府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序消费环境，针对性的鼓励供给方提供因二孩生育后人口结

构调整而引致的消费需求。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和学前教

育的普惠性。第二，政府应加大补贴保障力度，减轻家庭生育负担。在减税、家庭补助方面实行差别管

理，探索从妊娠保健到 １８ 周岁、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制度，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
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等。第三，缓解城乡消费差距。丰富农村消费者的商品供给，完善供应渠

道，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改变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积极引导农村家庭消费向发展和享受型

资料倾斜，不断提高农村家庭对后辈科技文化素质的培养，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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